
盘龙城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

摘要：2024年是盘龙城遗址发现七十周年、考古发掘五十周年，本文试图总结盘龙城的历史地位以
及考古工作意义。本文认为，盘龙城遗址是长江流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遗迹最丰富的夏代和商代
早期遗址，盘龙城考古首次实证了夏商王朝的疆域到达长江流域，推动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共同
作为中华文明摇篮的社会认知的形成。同时，盘龙城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盘龙城是夏
商王朝设立在长江流域的统治中心，开启了古代中国的中央—地方国家治理模式；盘龙城为长江流
域带来了青铜文明，推进了长江流域的文明进程；盘龙城串联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大河
文明中的双大河文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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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进程这样重大的历史景象，很
难能够体现在一个聚落中，特别是王朝都城
之外的聚落中。黄陂盘龙城应该是这样的极
少数。

除了细致的微观研究之外，考古学还擅
长于在长时段和大空间的维度，从浩瀚的物
质文化材料中宏观地观察古代社会及其发
展。另一方面，考古学所依赖的田野工作，往
往也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沉淀和积累，才能
总结出其工作意义。作为夏商时期的中心聚
落，盘龙城很适合进行这样的考古学观察，在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考古工作之后，它在早期
王朝社会架构中的政治功能、在文明进程中
的历史地位，越来越显现出重要性。

自1954年盘龙城遗址发现以来，一代代
考古学家在盘龙城倾注了他们的努力。今年
是盘龙城发现七十周年、考古发掘五十周年
的时间节点，总结盘龙城的历史地位、盘龙城
考古的学术意义，可以说适逢其时。我作为盘

龙城考古的参与者，在这里尝试作这样的总
结，既很荣幸，也特别有压力。这样的感受是
实实在在的，它始自十年前我开始参与到盘
龙城考古中的那一刻。因为我和武大的师生
们、盘龙城考古队的同仁不单是面对重要的
盘龙城遗址，还需要在俞伟超、李伯谦、陈贤
一等泰斗级前辈们的工作基础之上，进一步
推进盘龙城考古。我们在盘龙城考古中的点
滴进展，都能感受到盘龙城的厚重，感受到前
辈工作的不易。

一、盘龙城考古的发现与收获

今天我们基于盘龙城乃至夏商时期考
古，可以对长江流域文化格局、资源流通、生
产组织等情况都有相当的理解。可以说，这是
考古写史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和成绩。此前，基
于传世文献了解的夏商王朝，则几乎仅限于
王世。甚至即便有甲骨文的记载，在新中国成
立之初，对于晚商时期政治中心之外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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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差不多是一些方国名称[1]。在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术界对于商时期物
质文化的认知，还仅限于殷墟文化。当时陈梦
家在《殷墟卜辞综述》里说，我们了解盘庚迁
殷之前的“历史是很不充分的，我们只知道王
室的世系和很少几件大事”[2]。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初考古界开始对郑州二里冈、辉县琉璃
阁等早于殷墟的文化有所认识，但对早商王
朝的国家范围以及文化面貌认识仍然非常有
限[3]。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六十
年代[4]。

盘龙城遗址1954年被发现，1958年被确
认为属于早商时期，1974年开始大规模正式
发掘。这其中1974年、1976年俞伟超、李伯谦
两位先生带领北京大学学生的工作意义重
大。两次工作发掘盘龙城城址、宫殿基址和李
家嘴墓葬，发现大量青铜器，并开始认识到盘
龙城与郑州地区商时期文化的一致性址[5]。二
十世纪七十年代北大恢复招生伊始，就将田
野工作投向盘龙城———这也是北京大学首次
在南方地区的考古工作。可见当时对盘龙城
的重视，也让我们折服于先生们当年的学术
远见。另一方面，盘龙城从城市到宫殿、从大
型墓葬到手工业作坊等聚落轮廓，以及属于
早商前后的年代等基本认知框架，也都是当
年北大考古工作时形成的[6]。

五十年前的盘龙城考古大大推进了其后
学术界对于长江流域商文化的认识。一些拓
新历史认知的经典论文在其后面世，如1976
年署名为江鸿实际是李学勤先生撰写的《盘
龙城与商朝的南土》[7]、1981年高至喜先生的
《“商文化不过长江”辨》等等[8]。盘龙城考古还
形成了更大的社会意义，比如推动了长江流
域和黄河流域共同作为中华文明摇篮的社会
认知等[9]。因此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之前，盘龙城考古基本上代表了长江流域商
时期考古。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陈贤一先生为领
队的湖北省考古机构继续盘龙城考古。全面
的考古工作进一步廓清了遗址的年代与文化

面貌。二十世纪后半叶盘龙城考古的工作成
果，体现在2001年出版的《盘龙城》考古发掘
报告之中[10]。“盘龙城遗址是以城垣及其宫殿
区为核心，周边分布有墓葬区、手工业作坊以
及普通居址等不同遗存的大型聚落”[11]，这样
的看法，代表了二十世纪学术界对盘龙城的
基本认识。二十一世纪，盘龙城遗址管理权移
交到武汉市，2003年，武汉市成立盘龙城经济
开发区。盘龙城由原来不足一万平方米的小
城，转变为面积达到20平方公里的当代社区。
概念在空间上由小及大，显示出盘龙城日益
增长的社会影响力。

2006年盘龙城被列入大遗址考古项目，
2013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遗址
博物院联合成立考古队，开始了新一轮考古
工作。十年来，盘龙城考古取得了如下三个方
面的主要收获。

1.盘龙城城市存在不同发展阶段，代表
了中原王朝对南方地区经营的不同态势。

盘龙城的年代大体从二里头文化晚期到
中商文化白家庄期，经历了约三百多年。这样
长的时间对于盘龙城这样的中心城市而言，
聚落布局应该会有显著的变化。这样的变化
从2001年版盘龙城报告就可以读出：在盘龙
城的初兴阶段，聚落中心在今天遗址南部的
王家嘴一带，虽未出现大型建筑，但已经具有
替中原王朝获取南方资源的社会功能。在盘
龙城的鼎盛阶段，城垣以及一、二号宫殿建
成，宫殿区附近设置有李家嘴高等级墓地。李
家嘴墓地、城市与宫殿所体现出的社会等级，
显示出此时期盘龙城拥有控制长江流域的权
力。此时盘龙城最高首领的社会地位，可能仅
次于政治中心的统治集团。在盘龙城的最后
阶段，聚落核心区北移至杨家湾岗地南坡，居
住区布局颇为杂乱，墓葬混杂其中。最高等级
墓葬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下降，暗示了盘龙
城的衰落[12]。

2013年以来的考古发掘证实了以上看法，
特别是对最后阶段。在杨家湾南坡，发现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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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址F1、F2规模相当的大型建筑基址F4[13]，发
现了高等级墓葬包括M17出土绿松石镶金片
饰件、兽面纹大型青铜饰件等[14]。F4和高等级
墓葬年代都属于盘龙城最晚阶段，再次说明
这里是当时聚落的中心区域。不过此时盘龙
城社会地位大大下降，M17出土等级象征的镶
嵌绿松石金片的饰件，但同时只出土很少的5
件青铜器。最晚阶段的盘龙城城市不仅将高
等级墓葬混杂在居住区之中，在原来的城址
中零星埋葬，在杨家湾之北的小王家嘴设有
墓地[15]，还在杨家湾北坡建设长度超过300米
的大面积石构工程，布局颇为特殊。

盘龙城聚落从兴起、鼎盛到衰落，体现了
中原王朝对南方经营的起步、加强以及政策
的转向。盘龙城废弃之后，在附近约20公里的
黄陂郭元咀出现新的商文化中心聚落[16]。这既
体现了今天黄陂一带对于中原王朝重要的战
略地位，也说明了王朝对南方地区统治策略的
调整。郭元咀较多的地方文化因素，暗示商王
朝可能不再像盘龙城那样直接管理地方，而
是以共建、互利的方式达到政治和经济目的。

2.盘龙城发现铸铜作坊遗存，说明本地
具有生产青铜器的能力。

一直以来学者们相信，早期王朝基于青
铜器的重要性，必定是在政治中心垄断其生
产，并由王室直接控制。笔者过去基于盘龙城
青铜器的一些个性特征，认为存在本地生产
的可能性，但没有充分的证据[17]。在盘龙城小
嘴地点采集到石范后，2015～2017年我们发现
并连续扩展对小嘴铸铜遗存的发掘，发掘面
积1650平方米[18]。发掘表明，铸铜作坊面积在
2000平方米以上，作坊使用的时间是在盘龙
城聚落的第二阶段，与城墙、李家嘴墓地基本
同时。小嘴铸铜作坊位置上正对西城门之外，
布局上合乎这一阶段的聚落结构。

我们说小嘴为铸铜遗存，基于如下几个
现象：遗址堆积中包含较多石质工具、残铜
块，以及高出普通土壤百倍的青铜金属含量；
出土陶范（包括一块带弦纹的容器范）、炉壁、
炼渣、木炭等铸铜遗物；发现残断长度在2厘

米左右的爵足，可能为回炉重熔的备料。以上
出土物中，陶范、石范、炉壁、炼渣、木炭、重熔
铜块等，属于铸铜生产的不同环节。因此，铸
铜作坊的性质是很确定的。

生产青铜容器的铸铜作坊，属于早商时
期都城地区之外的首次发现。这一发现需要
重新认识早期国家青铜器的资源、生产等组
织方式，同时对于认识盘龙城性质，也具有重
要的意义。

3.盘龙城遗址水环境存在较大变化。
当今盘龙城遗址的地貌为低丘与河湖相

间，海拔多在20～40米之间。遗址区分布在多
个岗地延伸至盘龙湖的嘴子上，如杨家湾、杨
家嘴、李家嘴、童家嘴、小嘴、小王家嘴等。这
些不同的地点构成盘龙城遗址群，其总面积
约4平方公里。当今盘龙城一带的盘龙湖一般
水位19.5米，丰水期水位22.6米。我们在盘龙
城野外工作时，注意到每年的枯水季节（水位
在18～19.5米左右），各个嘴子的湖滩地带会暴
露出汛期被湖水侵蚀后残留的遗存，包括石
范、青铜器，甚至多处地点见有墓葬。这让我
们意识到盘龙城遗址环境应该发生过很大的
变化。为此，我们对盘龙湖湖底进行地形测绘
和水下勘探，测绘显示湖盆底部较为平坦，湖
盆大部分区域高程在19.5～17.2米之间，水下
勘探程在17.5米处发现商文化时期陶片。为验
证水下考古工作认识，考古队在破口湖湖叉
选择西城门至小嘴遗址之间的位置，经排水
后布方发掘。发掘表明，在淤泥1.4米下出现商
时期文化堆积，堆积延续最低处高程为18米。
据此，我们认为盘龙城夏商时期社会活动高
程低至17.5米左右。以此高程衡量，商时期盘
龙城各个嘴子之间大部分区域应该是连成一
片的陆地，而非如今的湖叉。

盘龙城遗址环境的研究，表明夏商时期
长江中游地区水位较当今的低5～7米。这样掌
握明确历史年代长江的水位，对于长江水文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遗址环境研
究，达到聚落环境研究的目的，也是在环境考
古研究方法上的一个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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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盘龙城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
地位

盘龙城遗址是长江流域等级最高、规模
最大、遗迹最丰富的夏代和商代早期遗址，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中国“百年百大考
古发现”之地，具有世界性的学术影响力。盘
龙城是夏商王朝设立在长江流域的统治中
心，是当时都城之外最重要的地方城市。盘龙
城考古首次实证了夏商王朝的疆域到达长江
流域，推动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共同作为
中华文明摇篮的社会认知的形成。

以上是我们近些年对盘龙城遗址价值凝
练方面的认识，而如果讨论盘龙城在中华文
明进程中的地位，则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至
少总结如下三个方面。

1.盘龙城开启了古代中国的中央—地方
国家治理模式。

古代中国地理空间广大，中央—地方的
治理体系是王朝运行的重要支撑。秦汉时期，
有关中央—地方运行机制的记载，从地方机
构的设置到地方官员的任免等等，都有许多
资料可寻。更早时期的情况，则很容易让人联
想到以方国和封国为基础的分封制。因此，中
央—地方模式如何形成，显然是一个重大的
历史问题。

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黄河和长江流域
都出现了一些影响很大的文化，如大汶口文
化、屈家岭文化等等。新石器时代末期，先后
涌现出良渚、石家河、陶寺、石卯等社会结构
复杂的大型聚落社会。不过，新石器时代的各
个大的区域，文化上还是各自独立发展为主。
二里头文化的兴起表明，跨区域、大范围的超
级政体的形成。这或者可以说，王朝体系在黄
河流域开始确立。此后，商周秦汉不同朝代次
第接续，中国历史进入广域王朝发展进程。

二里头文化晚期，开始了向周边地区的
扩散，这其中南北两个方向引人注目。二里头
文化向北的势力强盛，直接形成文化面貌近
似的东下冯文化。东下冯文化性质比较清楚，

其所在的中条山和运城盆地是二里冈文化至
中商时期铜矿的冶炼生产区域。该区域的中
心聚落垣曲商城，与政治中心所在的洛阳盆
地之间不足一百公里。二里头文化向南跨过
秦岭，进入长江中游地区，并分别影响到长江
上游的三星堆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毘山文化。
二里头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开辟了盘龙城、
荆南寺等多处聚落，二里冈文化时期中原王
朝加强了南进的势头，形成了盘龙城这样的
中心城市。盘龙城距离郑州商城直线距离超
过500公里，长江中游地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地方”。

盘龙城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社会地位尚
不明确，但在二里冈文化至中商文化白家庄
期确定是作为地方中心城市。在此间盘龙城
城市发展的各个时期，从青铜器造型、装饰乃
至技术的演变，到社会习俗的变化，都一直与
中原地区政治中心保持完全的同步。相反的
情况，是同时期的吴城文化地方性在不断地
加强。这说明盘龙城的上层人群一直都来自
中原政治中心，最高首领应该是由中央政府
任命，而不应该是在当地世袭。因此，盘龙城
是在中原王朝直接控制之下的行政机构，而
非政治独立的地方方国。长江中游地区地位
低于盘龙城的二、三级聚落，其文化性质、存
续时间又与盘龙城完全同步。这也表明，长江
中游地区已经形成了不同级别的行政管理网
络，盘龙城代表了中原王朝，对周边地区行使
了管理职能。

综上，无论是从区域位置，还是从行政管
理而言，盘龙城都是中央政府下辖的地方机
构，代表了中央—地方行政管理系统的形成。

2．盘龙城为长江流域带来了青铜文明。
我们知道，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是随着

中原王朝的建立、中原文化南下形成的。伴随
着从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冈文化时期中原文化
的强势扩张，青铜器及其价值观也相应地扩
展到更广泛的地区。盘龙城是中原青铜文明
在长江流域扩展的代言人，盘龙城墓葬普遍
性随葬青铜器。盘龙城青铜器从器形特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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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用方式，都与王朝政治中心具有高度一致
性。与此同时，长江流域次一级聚落也出现中
原文化特征的青铜器。例如，在次一级聚落的
荆州荆南寺，墓葬随葬的青铜器，包括有斝、
戈、钺等器类[19]，同样属于中原文化系统。

盘龙城和年代稍晚的郭元咀都发现铸铜
作坊，都具备铸造青铜礼器的能力，但郭元咀
出土青铜器具有地域性特征。因此，从盘龙城
到郭元咀，暗示中原王朝对南方经营的方式
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控制。间接控制的方式，
可能是中原王朝将青铜器生产技术转让给地
方，以换取地方金属物料等资源。这一转变发
生在盘龙城到郭元咀之间，亦即中商文化白
家庄期到洹北商城期之间。此后，长江流域迅
速兴起本地青铜文明，从上游地区的广汉三
星堆，到中游地区的新干大洋洲、宁乡炭河
里，以及下游地区的湖州毘山等等，长江流域
也开始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属于
自己的青铜时代。

3．盘龙城串联形成了大河文明中的双大
河文明结构。

我们一般将古埃及、古巴比伦（两河流
域）、古印度和古代中国这四大文明古国从地
理上归结为大河文明，这是因为它们分别对
应有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印度
河、黄河和长江。大河与古文明的发生相关
联，不仅因为这些大河所处的气候条件有利
于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同样重要的是大河流
域所形成更大的地理空间、更丰富的食物等
物产、更多的人力资源，推动着社会的复杂化
进程，满足早期国家在资源、权力上的追求。
在旧大陆适合于农业的亚热带中，以上大河
恰好也是流域面积最大的几条。

在世界其他大河文明中，尼罗河最长、流
域面积最大，不过古埃及在其兴盛时期只包
括尼罗河下游南北长约1400、东西宽约400公
里的绿洲地带。古印度文明在公元前2000年
前后以哈拉帕为中心兴起于印度河流域，文
化区域约100万平方公里。哈拉帕文明消亡
后，其后的吠陀文明才在印度次大陆东西两

侧的恒河、印度河流域同时发展。两河流域在
西文中对应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
意指“两河之间”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长约
1000公里的地带，中下游以约100～200公里的
距离并行，最后合流入海，在地理上并没有形
成两个流域单元。

黄河和长江是两个完全独立而又并行的
水系，两条河流即便仅计新石器时代以来人
类活动及交流较为频繁的青藏高原以东地
区，其面积也超过240万平方公里，这使得古
代中国文明是在一个较其他文明大得多的空
间中演进的。因此，可以认为主要由黄河和长
江两个流域构成的中华文明，是世界大河文
明中唯一的双大河文明。世界各大河文明的
成就各有特色、各有千秋，其中古代中国的双
大河文明在地理和空间上有更大的回旋余
地，在文化和政治上层次更为丰厚，也形成了
中华文明发展连续性和包容性的重要特质。

地理上，盘龙城所在的武汉地区位于今
京广铁路这样一条传统的南北交通线路上。
这里是汉水与长江的交汇之地，连接长江上
游和下游。由此向南的东西两侧，还分别通向
鄱阳湖及其南的赣江、洞庭湖及其南的湘江。
当中原王朝势力南下，这里就成为控制江汉
地区乃至长江流域的节点，并向南到达南岭。
实际上，夏商乃至西周时期长江流域聚落的
分布，完全吻合于上述地理格局。黄陂盘龙
城、郭元咀、鲁台山这几个从夏商到西周时期
的中心聚落，彼此相距不过20公里，凸显了中
原王朝南下时在战略要冲上的节点作用。盘
龙城所代表的夏商王朝势力，最早在文化上
串联起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标志着双大河
文明结构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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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Panlongche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ZHANG Changping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The year 2024 marks the sev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discovery and the fiftieth anniver-

sary of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t the Panlongcheng sit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Panlongcheng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conducted there.
Panlongcheng is well-known as the highest-ranking and largest site with the richest remains from the
Xia and early Shang periods in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The archaeology of Panlongcheng provided
the first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the territories of the Xia and Shang dynasties extended into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facilitating the recognition that both the Yangtze and Yellow River Valleys were cradl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urthermore, Panlongcheng holds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the progress of Chi-
nese civilization. First of all, it was the administrative center established by the Xia and Shang dynas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initiating the central-local governance model in ancient China. Moreover,
the site also introduced bronze civilization to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further advancing its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end, Panlongcheng acted as a link between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Yangtze Riv-
er, forming a dual-river structure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river civilization.

Keywords: Panlongcheng; Yangtze River Valley;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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